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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本研究探討婚姻初期自身及伴侶對關係的正向與負向整體評估對形塑華人夫妻的婚姻我（婚

姻關係中與配偶相互尊重並維護和諧互動的關係自我概念）與家族我（家人團體中達成家人共識與團結

並實現家族目標的團體自我概念）的影響。研究方法：兩波間隔兩年的追蹤調查共蒐集到93對夫妻的有

效資料，第一波施測時平均婚齡為1.30年（標準差0.68年），丈夫與妻子的平均年齡分別為31.46歲（標

準差3.51歲）與29.89歲（標準差2.84歲）。研究結果：分別針對正向婚姻品質（模型一）與負向婚姻品

質（模型二）進行行動者—伴侶相依模式分析，皆獲得可接受的整體適配度。模型一結果指出，夫妻雙

方的正向婚姻品質對自身婚姻我與家族我皆具正向顯著的行動者效果，妻子的正向婚姻品質對丈夫婚姻

我具正向顯著的伴侶效果，其餘效果未達顯著水準。模型二結果發現，妻子負向婚姻品質對自身婚姻我

與家族我具負向顯著的行動者效果，並對丈夫婚姻我與家族我也有負向顯著的伴侶效果，其餘效果未達

顯著水準。研究結論：婚姻生活中的正、負向婚姻品質在婚姻初期有著形塑、再構婚姻我與家族我的作

用，且在夫妻間有著不同影響。最後探討抽樣偏誤、缺乏細緻運作機制等相關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並

期望各項發現可供實務應用，增進理解婚姻生活經驗形塑華人多元自我概念的運作機制。

關鍵詞：正向婚姻品質、行動者—伴侶相依模式、負向婚姻品質、家族我、婚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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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婚姻是人生重要的階段，擁有幸福美滿的婚姻生活更是多數人的浪漫期望，然而

婚姻同時也帶來許多變化與挑戰（Baxter et al., 2008; Neff & Broady, 2011），需要伴侶

雙方用心經營與調適。其中一項變化，是個體將開始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自我

（self）。相較於婚前的孑然一人，婚後個體開始會透過配偶、女婿或媳婦，以及大

嫂、姊夫、弟妹、妹婿等姻親關係的新身份重新看待自我。婚姻關係雖然賦予了個體

這些新的社會角色，但是並不代表個體就能充分認同這些新的角色身分，將其內化、

整合成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

根據社會認知取向的性格學者們的主張（e.g., Bandura, 1986; Mischel & Shoda, 

1995），個體的內在性格系統會受到生活經驗的形塑；換言之，個體在婚後能否內

化、認同這些新的自我概念應會受到其婚姻生活經驗的影響。然而，探討婚姻生活經

驗如何影響個體自我概念的相關研究卻不常見，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是透過追蹤

新婚夫妻的對偶資料，檢證婚姻生活經驗對伴侶彼此自我概念的影響。此外，參考相

關研究的發現，生活中的正、負向經驗對個體自我概念有著各自的運作機制（e.g., 黃

博聖等人，2017；Sedikides & Green, 2000），而婚姻生活總不會是只有幸福美滿的正

向經驗，無可避免地會有些挫折與失落的負向經驗，但是過往多數研究僅是以婚姻滿

意度作為個體對婚姻生活的正向評估指標（e.g., Norton, 1983; Schumm et al., 1983），

卻少有研究試著探討個體對婚姻關係或伴侶的期待感到失望、不滿意的負向評估指標

及其影響。因此，本研究嘗試分別探討表徵婚姻關係中正向與負向整體經驗感受的正

向與負向婚姻品質會如何形塑個體在婚姻初期的自我概念。最後，基於伴侶間的相依

（interdependence）特質，本研究也將以近年來廣受對偶研究採用的行動者—伴侶相

依模式（Kenny & Ledermann, 2010），深入探討伴侶雙方之婚姻生活經驗對於自身及

伴侶自我概念的行動者效果與伴侶效果。

一、婚後的多元自我概念：婚姻我與家族我

自我概念（s e l f -c o n c e p t）是個體對自我所抱持各種內在性格成分的組合

（Baumeister, 1999; Fiske & Taylor, 1991）。自我概念具有組織性，包含了個體對於個

人特質、人際關係，以及多元社會角色的看法（Brewer & Chen, 2007; Kashima & 

Hardie, 2000）。楊國樞（2004）依據社會取向觀點提出華人的自我四元論，強調華

人的自我概念除了關注個人的內在特質（需求、動機、信念、標準、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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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以及個體利益的個人取向自我概念之外，還至少包含三種社會取向的自我概

念：（1）關係取向的自我概念（關係我）是個體與他人互動時的自我概念，維繫關
係的連結與和諧並且善盡關係角色的職責義務是當個體依循關係我行動時會朝向的適

應目標；（2）團體取向的自我概念（團體我）是個體因應所屬團體特性與運作需求
而生的自我概念，依循團體我行動時的適應目標是提升個體身為團體一分子的歸屬

感，並促進團體的福祉；以及（3）他人取向的自我概念（他人我）則是個體認知體
會自己身為公眾社會一份子的自我概念，與社會中許多非特定他人共存所需追求的適

應目標，是在乎自己在公眾社會中的聲望、名譽，以及自身對社會的貢獻。

在這三種社會取向的自我概念中，關係我及團體我又會依據不同的對偶互動關係

與不同的所屬團體，可以更細緻地區分成多種次級自我概念（楊國樞，2004）。舉例
來說，在個體自我概念的系統中，可以同時存在著個體對應於婚姻伴侶、親子代間、

手足，以及職場人際等關係角色所衍生的不同關係我，像是作為兒子、丈夫、女婿、

父親等關係角色所對應的關係我就會有所差異，而這些不同內涵的關係我雖然都依循

著朝向維繫關係和諧與連結、善盡關係角色義務的適應目標，但是在具體的行為表現

上會隨著不同的關係而有差異。相同地，自我概念的系統中也可以同時存在著個體因

歸屬於家族、社區、公司，或各類社團等不同團體而發展出多元的團體我，而這些團

體我的適應目標雖然也都聚焦在提升團體歸屬感、促進團體福祉，但同樣會基於各自

內涵的差異而有著不同的具體行動表現。

關係我與團體我的這項特性，也突顯出個體在心理社會發展各個階段適應目標的

差異，即是個體會隨著生命階段的推進更迭而衍生出新的自我概念，藉以契合新的發

展階段的適應任務。雖然不是必然，但是婚姻確實對大多數的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人

生階段，當兩個原本獨立的個體締結婚姻關係後，在彼此的自我概念系統中便會發展

出對應婚姻伴侶身分的關係我，以及因應婚姻締結而導致家族團體單位擴張所衍生出

的團體我，而本研究將這兩種次級自我概念稱作「婚姻我」與「家族我」。並且參考

楊國樞等人（2010）以及翁嘉英等人（2008）針對華人自我概念與多項心理特徵、自
我價值的討論，我們具體界定「婚姻我」在本研究中指的是透過婚姻關係的建立，個

體會更加確認自己與伴侶成為彼此的重要關係他人，把「伴侶」的身分認同納入自我

的概念，並且在行為表現上做到彼此相依扶持、甘苦與共，維繫彼此關係的親密連

結。至於家族我的自我概念，我們認為個體雖然在進入婚姻關係之前就已隸屬於自己

的原生家庭，而家族我的自我概念原本就存在於個體的內在系統，但是如同人們常說

「婚姻是兩個家庭的結合」，家族這個團體的界線範圍也會因為婚姻關係的締結而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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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展開，因此在本研究中「家族我」指的是個體透過婚姻關係開始與彼此的家庭建立

起親屬關係，成為彼此家族成員中的一份子（像是女婿、媳婦等身分），家族這個團

體包含了自己的原生家庭與伴侶的家庭，必須要將整個家族的團體福祉考量帶進自我

的內在系統，對於這個經過擴張展開的家族團體產生歸屬感，並以團體成員的自我概

念實現整個家族的團結。

在既有的婚姻研究中可以廣泛地看見與婚姻我、家族我相關的概念。像是高旭繁

與陸洛（2006）以「夫妻間的溝通與情感表達」以及「孝親奉養長輩態度」作為婚姻
品質的指標，探討夫妻之間現代性與傳統性價值觀契合度對婚姻調適的影響，而這兩

項指標正分別可以對應於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調適表現。陳靜宜（2006）以夫妻間的適
應需求與困難，以及與家庭成員間的適應需求與困難，探究個人成長背景與婚前的親

密關係是否會對新婚階段的調適表現造成不同的影響。張思嘉（2009）探討婚前認識
方式與互動歷程對於婚姻滿意度的影響，同樣是以夫妻間以及與家庭成員間的適應需

求與困難作為婚後互動調適歷程的重要指標。

也有學者直接援引楊國樞（2004）的華人多元自我取向的觀點，探討婚姻關係中
婚姻我、家族我等取向的自我概念對華人夫妻在婚後婚姻品質的影響。像是Chang等
人（2011）以新婚夫妻作為參與者，各自探討丈夫與妻子的多元自我概念透過不同類
型的婚姻調適困難，進而影響彼此主觀知覺到的婚姻滿意度。范嵐欣（2009）邀請新
婚夫妻參與夫妻衝突協調的工作坊，結果發現個體內部與彼此之間包含婚姻我與家族

我等多元自我概念的衝突能否獲得協調，將會影響新婚夫妻對於未來婚姻關係發展的

期待。而陳謙仁與葉光輝（2019）也在家暴毆妻男性的個案介入研究中，藉由化解個
案內在婚姻我、家族我，以及其他多元自我之間的失衡，幫助個案調整內在的多元自

我，最終有效地促進個案的婚姻衝突轉為和諧。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以發現，部分的既有研究是以婚姻我、家族我的相關概念作為

華人伴侶婚後調適的重要指標（例如：高旭繁、陸洛，2006；陳靜宜，2006；張思
嘉，2009），而另一部分的既有研究則是將個體內化認同婚姻我與家族我等自我概念
的程度視為決定華人婚姻品質的影響因素（e.g., Chang et al., 2011），並採此一觀點應
用在維繫、促進婚姻關係的實務應用（例如：范嵐欣，2009；陳謙仁、葉光輝，
2019）。然而，目前較少有研究反向改以婚姻互動品質作為前置因素，探討個體對於
婚後生活的主觀心理感受，將會如何影響個體對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認同程度。本研究

基於以下兩個理由主張探討這項運作機制在學術與實務領域皆有其重要性與應用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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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既然過往的研究皆已經指出婚姻我與家族我這兩種自我概念對個體婚後生

活調適有著重要的影響（e.g., 范嵐欣，2009；陳謙仁、葉光輝，2019；Chang et al., 

2011），那麼探討有哪些因素能夠影響華人個體對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認同程度，相信

對於助人工作或家庭生活教育的實務應用將能有所啟迪。而參考強調社會認知

（social cognition）取向之性格心理學家Albert Bandura 與 Walter Mischel的主張，個體

的內在性格系統與外在環境經驗是雙向交互決定（reciprocal determinism）的因果關

係（Bandura, 1986; Mischel & Shoda, 1995），自我概念作為內在性格系統重要的運作

單位，其運作不僅是會影響個體不同的生活經驗，也會同步受到生活中不同經驗的形

塑與再構（reconstruct）。換言之，華人在婚後對於婚姻生活感到滿意與否的經驗感

受不僅會受到婚姻我與家族我的影響，也有可能反過來增強或弱化婚後華人對於婚姻

我與家族我的認同程度。

其次，家庭系統理論（family systems theory）（Broderick, 1990; Broderick & 

Smith, 1979）指出家庭是有許多次系統所組成的有機體，這些次系統包含了婚姻次系

統、親子次系統、代間次系統，以及手足次系統等，分別對應於不同家庭成員間的對

偶關係。對婚姻關係中的個體來說，多樣的家庭角色背後各自有其對應的家庭次系

統，而這些次系統並不獨立存在，看待個體的家庭生活適應不能只看見他／她所擁有

的某一種家庭角色身分，而是應該要看見這些多樣且不同的家庭角色如何產生連結並

發揮交互影響的作用（Erel & Burman, 1995; Krishnakumar & Buehler, 2000）。也就是

說，這些次系統之間可以彼此滲透的，而這種不同次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的現象即被稱

為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e.g., Cox et al., 2001; Pedro et al., 2012）。就如同前

述，本研究認為新婚階段不只是個體發展出婚姻我的關鍵階段，同時也是家族我擴張

涵蓋婚姻親屬家庭成員的過渡階段，因此婚姻生活經驗不僅會作用於個體的婚姻我，

同時也會形塑個體的家族我，即是呼應了家庭系統理論中的外溢效果，說明婚姻次系

統中伴侶雙方的互動品質有可能會滲透、作用於其他的家庭次系統。

二、婚姻關係的整體評估：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

對已婚者來說，婚姻關係的品質對整體生活的適應表現，像是生活滿意度、主觀

幸福感，或是身心健康等，都有著舉足輕重的重要影響（Carr & Springer, 2010; Robles 

et al., 2014; Shek, 1995）。只是回顧既有的文獻可以發現，婚姻品質是個複雜、具有

多樣面貌的概念。有些學者傾向以客觀的婚齡作為婚姻中穩定度（marital stability）

的指標，強調的是婚姻關係能否持續地長久維繫（e.g., Yu, 2015），但婚齡畢竟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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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數字的累積，從單純的婚齡較難以窺見個體在婚姻生活中的互動表現與經驗感

受。有另一些學者關注在婚姻的調適（adjustment），強調婚姻是一連串動態調適
（或壓力管理）的歷程（e.g., Marchand, 2004），需要透過伴侶在婚姻關係中的互動
模式（例如情感溝通、能否形成共識、如何因應婚姻中的各類衝突等）來具體描述伴

侶的婚姻生活。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則聚焦婚姻的整體評估（或滿意度），主張應以個

體對婚姻關係所做出的整體評估反映婚姻生活。相對於測量伴侶間的互動模式，持這

項觀點的學者傾向直接測量個體對於婚姻互動關係或伴侶經驗到的主觀認知與情緒感

受，強調婚姻品質是個人對婚姻關係的期待與需求能否獲得滿足，並且對此感到滿

意、幸福，或是喜悅的程度（e.g., Fincham et al., 2011）。
伊慶春與熊瑞梅（1994）表示，雖然婚姻的調適與整體評估這兩種取向經常被學

者用來界定婚姻生活品質，但從上述介紹可知，兩者所關注的內涵有著相當大的區

隔。婚姻調適著重在伴侶雙方的具體互動表現，往往會被學者架構為決定婚姻整體評

估的前置因素，像是前述的張思嘉（2009）與Chang等人（2011）的研究，以及周玉
慧與共同研究者一系列探討夫妻衝突與因應策略對婚姻整體評估之影響的研究（周玉

慧，2011；周玉慧、謝雨生，2009）都是採用這一類的觀點。相對地，婚姻整體評估
則是較常被學者設定為影響個體適應發展與生活品質的前置因素（吳明燁、伊慶春，

2003），被用來探討婚姻關係如何影響個體其他的生活範疇，或個人整體的身心適
應。像是Pedro等人（2012）的研究指出婚姻整體評估具有外溢的效果，能夠作用於
個體的親職效能感與表現，而Beach等人（2003）的研究發現夫妻自覺較低的婚姻整
體評估會影響兩年後出現憂鬱反應的程度。由於本研究關注的是個體對婚姻生活的整

體經驗會如何形塑自我概念，因此同樣選擇以婚姻整體評估作為新婚夫妻婚姻生活品

質的測量指標，檢證婚姻關係中雙方知覺到的婚姻整體評估是否會影響其對於婚姻我

與家族我自我概念的認同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在回顧既有文獻時也注意到目前廣泛被使用來測量婚姻整

體評估的量表，像是堪薩斯婚姻滿意度量表（Kansas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KMS）
（Schumm et al., 1983）與婚姻品質指標（Quality of Marriage Index, QMI）（Norton, 
1983）都是請參與者針對正向情緒經驗的描述句，評估自己與伴侶間婚姻關係的正向
品質／滿意度（例如：我與伴侶的關係令我感到快樂、我擁有一個美滿的婚姻⋯⋯

等），較少有工具會同時測量參與者對於婚姻關係經驗到的整體正向與負向的情緒感

受。



71正負向婚姻品質對自我概念的影響

雖然可以想見，正向與負向的情緒經驗感受應具有負向的關聯性，尤其是當個體

對於婚姻抱持著較為極端的整體評估時；但是，也不難想像即便都是在婚姻關係中經

驗到極端高度正向情緒感受的個體之間，彼此在婚姻關係中經驗到的負向情緒感受程

度仍有可能存在著個別差異，反之亦然。更不用說那些介於極端之間、為數更多的個

體，他們在婚姻生活中不會只有經歷到正向或負向的情緒感受，因此對於婚姻關係與

伴侶很可能會同時抱持著正向與負向的主觀整體評價。或許，這種正向與負向情感並

存的狀態才是婚姻生活普遍常見的樣態，像是Fincham等人（1997）就提出一個「雙
向度的婚姻品質理論」，以此來描述婚姻關係中夫妻對於婚姻生活中的不同的面向，

可能同時包含正向與負向評價的現象。後續的研究也支持正向及負向婚姻品質是兩個

中度負相關但獨立的向度，並與配偶在婚姻中的歸因與互動表現產生不同的關聯

（Fincham et al., 1997; Rogge et al., 2017）。
不僅正向與負向的婚姻品質可以並存於婚姻生活中，兩種婚姻品質對個體如何形

塑自我概念也有著不同的運作機制。根據探討正、負向經驗與自我概念的相關研究，

部分學者指出個體會出於維護正向自我概念的強烈動機，而對生活中與自我相關的正

向經驗（訊息或回饋）有著較多的偏好與認知處理（e.g., Baumeister & Cairns, 1992; 
Sedikides & Green, 2000），然而另一部分的學者則主張負向經驗（訊息與回饋）在演
化上具有提醒個體應注意自身生存適應表現的功能，個體會因此而精緻處理與自我相

關的負向經驗（較多注意與較高的回憶表現）（e.g., 黃博聖等人，2017；Baumeister 
et al., 2001）。換言之，正、負向經驗對個體的生活都有其適應性的價值，兩者有著
並行不悖的處理歷程，因此負向經驗不會只是單純地消除（undo）正向經驗對個體生
活適應帶來的影響。這些觀點凸顯出，相對於只將負向經驗視為正向經驗之相反面的

作法（即透過反向計分併入正向題分數），本研究特別針對婚姻中的正向與負向經驗

進行實徵研究，在婚姻關係與自我概念相關領域的學術與應用皆具有別於過往的貢獻

與價值。

回顧既有文獻，由張思嘉等人（2008）發展編製的量表是少數將婚姻中正向與負
向經驗感受分開來進行整體評估的測量工具（請參考附錄一），其測量題項的內容較

著重於個體在婚姻生活中經驗到的情緒感受：正向婚姻品質是以溫馨與快樂、愛與關

懷、充實、有趣等正向情緒感受進行測量；而負向婚姻品質則是以後悔、緊張、沉悶

枯燥、寂寞等負向情緒感受進行測量。雖然該量表已經運用在一些探討婚姻關係的實

徵研究中，但是這些研究多是將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視為婚姻關係潛在變項的兩個測

量指標，概念上相當於是將負向品質分量表的分數轉向計分後與正向品質分量表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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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總（e.g., 周玉慧、謝雨生，2009；張思嘉等人，2008；Chang et al., 2011），或是將
兩者分開當作不同的效標變項（例如：周玉慧，2011），至於以負向婚姻品質獨立出
來做為一項預測變項的實徵資料則是付之闕如。

綜上所述，當實徵研究僅以正向情緒經驗的描述句測量正向婚姻品質，或是透過

反向計分將負向婚姻品質的描述句轉換成正向婚姻品質的指標時，便可能窄化、忽略

了「負向婚姻品質」在婚姻生活中所產生的重要作用，而分開探討婚姻中正向與負向

的情緒經驗感受，在學術討論與實務應用上應當都具有相當的價值。因此，本研究將

分別驗證婚姻生活中經驗到正向與負向情緒感受的整體評估，會如何影響新婚夫妻的

內在系統中對於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認同程度。

三、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

婚姻關係是由伴侶雙方共同構築並經營，透過情感與行動的互動交流而建立，而

伴侶看待關係中自我的方式也同樣會受到彼此的雙向影響。參考家庭發展雙互動歷程

（dual dynamic of family development）（Elder, 1984）的觀點，本研究認為伴侶各自
的心理狀態與個人發展不僅會決定自己在關係中的行為表現，而這些行為表現也會作

為伴侶各自調整內在心理狀態與個人發展的依據。尤其華人文化又特別重視人際連

結，關係更是個體在與他人互動時的重要脈絡（例如：黃光國，2009；楊中芳，
2001），個體會敏感於關係品質的變化並且隨之作出調整，改變自己對於自我的看
法。這樣的觀點也符合社會學家Charles Horton Cooley（1902）提出的鏡中自我
（looking-glass self）現象，指出個體對於自我的想法會大幅地受到互動對方的影響。
以異性戀婚姻為例，妻子對於婚姻關係感到滿意的正向情緒經驗，可能會透過互動時

積極正向的言行表現，一點一滴逐漸形塑出丈夫的自我概念，認為自己在婚姻關係中

是個稱職的丈夫，或是在家族裡是個稱職的團隊成員。而妻子對於婚姻關係感到不滿

意的負向情緒經驗，也同樣會藉由表現出負向的互動行為，積累地影響著丈夫採取自

己是個不適任的丈夫或家庭成員的信念看待自己。同樣地，丈夫對婚姻生活的正向與

負向情緒經驗也會循著上述的機制對妻子的自我概念造成影響。

簡言之，婚姻伴侶如何相互影響？伴侶經驗到的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會不會影響

個體的自我概念？而丈夫與妻子是否會有不同的作用形態？本研究相信對這些問題的

深入探討均有實務應用的價值，因此除了驗證個體的自我概念（婚姻我與家族我）是

否受到自身主觀知覺之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的影響之外，也將延伸探討個體的自我概

念是否會受到伴侶知覺之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影響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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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愈來愈多的學者建議以對偶資料（dyad data）進行伴侶關係的研究（例

如：陳富美、利翠珊，2004；蕭英玲、黃芳銘，2010），強調伴侶關係有著相互緊密

牽連的特徵，若只收集單方面的資料將有可能因為訊息不完整而產生偏差。其中又以

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Kenny & 

Ledermann, 2010）受到廣泛學者的關注，經常被用來探討親密伴侶間相互影響的互動

歷程（例如：陸洛、張妤玥，2015；蕭綱玉等人，2018）。這個模式的優勢是能夠在

考慮到伴侶資料具相依性特徵的前提下，利用單一模型同步驗證關係中兩個個體自身

預測變項對自身效標變項的行動者效果（actor effect），並且探討自身預測變項對伴

侶效標變項的伴侶效果（partner effect）。由上述介紹可知，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

非常適合本研究用來探討伴侶間相互影響的雙向歷程，一方面可驗證個體自覺在婚姻

生活的正向、負向經驗感受對於形塑自身自我概念的行動者效果（丈夫→丈夫；妻子

→妻子），另一方面也可探討個體對婚姻生活的正向、負向經驗感受是否也會作用於

伴侶之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丈夫→妻子；妻子→丈夫）。因此本研究將採取行動者

與伴侶相依模式，檢驗新婚階段夫妻經驗到的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對雙方在步入婚姻

後婚姻我與家族我之形塑的行動者效果與伴侶效果。

四、研究目的與假設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婚階段夫妻對於婚姻生活經驗的觀感會如何影響兩年後的婚姻

我與家族我，並且較細緻地將個體對婚姻生活經驗的正向評價（滿意度）與負向評價

（不滿意度）各別進行分析，藉此探討經驗感受的價性（valence）可能具有不同的影

響。除此之外，更採用前述的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探討丈夫與妻子的行動者效果，

以及雙方間相互影響的伴侶效果。

根據前述的文獻討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兩個部分的各項假設。第一個部分針對正

向婚姻品質提出相關假設，個體自身經驗到的正向婚姻品質會對其自身的婚姻我（假

設1-1A）與家族我（假設1-1B）的認同程度有正向的行動者效果，而自身經驗到的正

向婚姻品質同樣會對其伴侶的婚姻我（假設1-2A）與家族我（假設1-2B）的認同程度

有正向的伴侶效果。第二個部分則是針對負向婚姻品質提出相關假設，個體自身經驗

到的負向婚姻品質會對其自身的婚姻我（假設2-1A）與家族我（假設2-1B）的認同程

度有負向的行動者效果，而自身經驗到的負向婚姻品質同樣會對其伴侶的婚姻我（假

設2-2A）與家族我（假設2-2B）的認同程度有負向的伴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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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與施測程序

為了增加資料的異質性，研究者邀請十位志願參與並熟悉本研究目的的研究生，

協助在台灣各地招募結婚三年內的夫妻作為研究對象。本研究共進行了兩波調查，首

波調查招募居住在台灣北、中、南、東等地區的新婚夫妻共計109對，施測時間自
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每對夫妻參與者都是分開接受面訪，由受過訓練的訪
員請參與者依據問卷題目進行填答，問卷題目包含本研究所關心的婚姻經驗量表（含

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所有參與者在完成面訪後，訪員均會詢問是否有意願留下聯

絡方式，以便繼續參與大約兩年後的第二波追蹤調查。

第二波調查則是由研究者將問卷寄給有意願持續參與調查研究的夫妻參與者，施

測時間自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約歷時一年，問卷內容包含本研究關心的自我
概念量表。最後得到完整參與兩波調查的資料共計有93對（佔原資料約85%），其在
首波資料中平均婚齡為1.30年（標準差為0.68年），婚齡分布情況未滿一年與一年以
上未滿兩年的資料各佔40%，剩下的20%資料則是兩年以上未滿三年。丈夫與妻子的
平均年齡分別為31.46歲（標準差為3.51歲）與29.89歲（標準差為2.84歲），教育程度
多為大學（丈夫為52%；妻子為59%），其他更詳細的樣本特徵請參考表1。此外，
在比較僅參與第一波調查的資料和兩波調查均參與完成的資料後，只發現前者妻子經

驗到的負向婚姻品質顯著地高於後者（t -value = -2.49, p  = .024），其餘變項分數比較
的差異程度均未達顯著水準。

二、測量工具

（一）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

本研究使用張思嘉等人（2008）發展的婚姻經驗量表，該量表的編製參考了伊慶
春（1991）與李良哲（1999）等人所使用的婚姻滿意度量表題項，以及張思嘉
（2001）對已婚夫妻進行訪談得到的結果，共有14個題項（完整題項請參考附錄
一）。為聚焦探討新婚夫妻對婚姻狀態或伴侶經驗到的正向與負向情緒感受，將原量

表中涉及婚姻穩定（我和她／他的關係十分穩定）與離婚意願（我和她／他可能會分

居或離婚）等未直接測量情緒經驗感受的題項刪除，保留剩下的6題用來評估華人夫
妻在婚姻關係中所經驗到愛與關懷、充實愉悅，以及相互信任的正向婚姻品質；以及

另外6題用來測得華人夫妻在婚姻關係中經驗到懊悔埋怨、沈悶寂寞，以及充滿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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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有效樣本的人口學背景資料

平均數 標準差 次數 百分比

首波調查蒐集的資料

夫妻婚齡（年） 1.30 0.67
丈夫年齡（歲） 31.46 3.51
妻子年齡（歲） 29.89 2.84
家庭月收入（新台幣）

30,000以下 4 4%
30,001至60,000 28 30%
60,001至90,000 41 44%
90,001至120,000 15 16%
120,001以上 5 5%

居住地區

北部 53 57%
中部 11 12%
南部 20 22%
東部 9 10%

丈夫教育程度

高中職或以下 6 6%
五專 8 9%
大學 48 52%
研究所 31 33%

妻子教育程度

高中職或以下 3 3%
五專 9 10%
大學 55 59%
研究所 26 28%

第二波調查蒐集的資料

子女數

無 31 33%
1位 49 53%
2位 13 14%

註： N  = 93。居住地區：北部包括雙北、基隆、桃園、新竹；中部包括苗栗、台中、
彰化、雲林、南投；南部包括嘉義、台南、高雄、屏東；東部包括宜蘭、花蓮、

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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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向婚姻品質。參與者以Likert四點量尺評估各題項描述符合自身婚姻經驗的程

度，從「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序計為1至4分。既有的實徵研究指出這兩個

量表均有可接受的信、效度表現，因素分析的結果亦支持兩個因素的結構（周玉慧，

2011；張思嘉等人，2008）。而本研究在移除前述題項後，丈夫資料中正向與負向婚

姻品質分量表仍具有可接受的Cronbach's α係數，分別為 .83與 .78，在妻子部分

Cronbach's α係數依序為 .84與 .71。

（二）婚姻我與家族我

使用Chang等人（2011）依據楊國樞（2004）提出華人自我理論的觀點所發展的

測量工具，適用於測量華人的個體我、關係我、團體我，以及他人我等自我概念，本

研究僅採用對應於關係我、團體我自我概念的婚姻我及家族我分量表。兩個分量表各

有7個題項，婚姻我分量表用來評估參與者在婚姻關係中與配偶之間相互尊重、彼此

分享，並且維護和諧互動的關係自我概念（例如：我對與配偶之間的關係有很強的認

同感、我能設身處地的替配偶著想），而家族我分量表則是用來評估參與者在家人團

體中愛護家人、達成家人共識，並且實現家庭目標的團體自我概念（例如：我重視家

人的意見、我會努力達成家人的期待）。以Likert四點量尺進行作答，從「非常不同

意」至「非常同意」依序計為1至4分。在Chang等人（2011）過去的實徵資料分析

中，這兩個分量表均有可接受的信、效度表現，而本研究以丈夫資料求得的婚姻我與

家族我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係數，依序為 .81與 .85，而就妻子資料

中兩個分量表的Cronbach's α係數，依序為 .77與 .79。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先使用SPSS軟體分析各主要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兩兩相關係數，並

且以相依樣本t檢定比較丈夫與妻子的各變項得分，接著為了驗證各項假設，本研究

以Mplus軟體採取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進行結構方程模

型分析（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 SEM），並且有四項處置。首先，由於夫妻之間

經驗到的正向、負向婚姻品質均具有中度的負相關，若置於同一個分析模型會令部分

變項之間的路徑效果受到排擠，而失去了本研究想要分開探討婚姻生活中正向與負向

情緒經驗感受之影響的目的，因此我們將進行兩個不同的分析模型，一是以丈夫與妻

子的正向婚姻品質作為預測變項、另一則是以雙方的負向婚姻品質作為預測變項，探

討這兩組變項對其自身與伴侶婚姻我、家族我的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型。其次，為了

簡化模型的複雜度，本研究參考Little等人（2002）的建議，將每個變項進行項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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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念間平衡的合併策略（item-to-construct balance parceling strategy），遵循著讓彼此
之間的因素負荷量盡量接近的原則，各自合併成三個合併指標（indicator）。第三，
分析時本研究將參與夫妻的年齡、教育程度、婚齡、家庭平均月收入，以及子女數納

入分析模型做為控制變項。最後，本研究採用多種指標評估假設模型與研究資料之間

的適配度，並參考學者的建議，以卡方自由度比值（χ 2/d f）應小於3（Kl ine, 
2016）；CFI、TLI等係數應大於 .90（Bentler, 1990; Bentler & Bonett, 1980）；
RMSEA係數與SRMR係數小於 .060屬理想、小於 .080為模型可接受的標準（Hu & 
Bentler, 1999; McDonald & Ho, 2002）。

參、研究結果

表2摘要了各主要變項的平均值、標準差，以及兩兩相關係數，本研究並且進行
夫妻間平均數的相依 t 檢定，結果顯示所有主要變項平均數在夫妻間的差異都未達顯
著水準。相關係數的結果顯示，不論是丈夫或是妻子的資料，正向婚姻品質與負向婚

姻品質之間都具有中度顯著的負相關，與婚姻我及家族我也都有顯著的正相關，而兩

種自我概念之間也有顯著的正相關。夫妻之間不同的是，妻子的負向婚姻品質與其自

身的兩種自我概念之間有負向且顯著的相關係數，但是在丈夫的資料裡這兩個相關係

數皆未達顯著水準。而各變項在夫妻之間的相關係數顯示，丈夫與妻子彼此的正向婚

姻品質、婚姻我，以及家族我均有顯著的正相關，顯示夫妻之間在這些面向的評估、

感受有一定的共變程度，至於負向婚姻品質則未有達顯著水準的相關程度。至於夫妻

其中一方的正向婚姻品質與負向婚姻品質和另一方的自我概念（婚姻我、家族我）之

間的相關程度，則會隨著「丈夫—妻子」或是「妻子—丈夫」而有所不同。

圖1呈現了夫妻正向婚姻品質對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型，該模
型具有可接受的整體適配度表現（χ 2 = 264.16; df  = 204; p  = .003; χ 2/df  = 1.29; CFI = 
.93; TLI = .91; RMSEA = .056; SRMR = .052），且所有觀察指標與潛在變項之間的負
荷量均達顯著水準（ps  < .001）。分析結果顯示丈夫與妻子的正向婚姻品質對自身的
婚姻我的行動者效果（依序：γ 11 = .50, SE  = 0.11, p  < .001；γ 32 = .55, SE  = 0.12, p  < 
.001）以及對家族我的行動者效果均達顯著水準（依序：γ 21 = .33, SE  = 0.12, p  = 
.007；γ 42 = .27, SE  = 0.13, p  = .034）。伴侶效果僅有妻子正向婚姻品質對丈夫婚姻我
的路徑效果達顯著水準（γ12  = .24, SE  = 0.12, p  = .036），丈夫對妻子的伴侶效果則
未達顯著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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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則是摘要了夫妻負向婚姻品質對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型，
該模型同樣具有可接受的整體適配度表現（χ 2 = 253.49; df  = 204; p  = .011; χ 2/df  = 
1.24; CFI = .93; TLI = .91; RMSEA = .051; SRMR = .059），所有觀察指標與潛在變項之
間的負荷量也都為顯著（ps  < .001）。分析結果指出丈夫的負向婚姻品質對其婚姻我
與家族我的行動者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對妻子兩種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也都沒有達

到顯著水準。相對地，妻子的負向婚姻品質對其自身的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行動者效果

均達顯著水準（依序：γ 32 = -.53, SE  = 0.14, p  < .001；γ 42 = -.42, SE  = 0.14, p  = 
.003），並且對丈夫兩種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也都有達到顯著的水準（依序：γ 12 = 
-.48, SE  = 0.15, p  = .001；γ 22 = -.35, SE  = 0.15, p  = .025）。

表2
主要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以及相關係數

相關係數

平均
值

標準
差

1 2 3 4 5 6 7

丈夫資料

1. 正向婚姻品質 3.61 0.39
2. 負向婚姻品質 1.44 0.44 -.55***

3. 婚姻我自我概念 3.26 0.41 .52*** -.16
4. 家族我自我概念 3.27 0.43 .35*** -.13 .66**

妻子資料

5. 正向婚姻品質 3.54 0.45 .30** -.20 .32** .21*

6. 負向婚姻品質 1.34 0.37 -.32** .18 -.28** -.20 -.69***

7. 婚姻我自我概念 3.22 0.36 .18 -.19 .38*** .21* .46*** -.35**

8. 家族我自我概念 3.28 0.38 .19 -.24* .27** .25* .30** -.33** .59***

註1：* p  < .05; ** p  < .01; *** p  < .001。
註2：N  =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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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正向婚姻品質與負向婚姻品質對於新婚夫妻形塑、再構多元自我概念

（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行動者效果與伴侶效果。首先，針對正向婚姻品質對新婚夫妻

自身婚姻我與家族我自我概念的行動者效果假設，結果在丈夫與妻子資料均獲得支

持。至於正向婚姻品質伴侶效果的假設，只有妻子正向婚姻品質影響丈夫婚姻我自我

概念的伴侶效果假設獲得支持，影響丈夫家族我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假設未獲支持，

而丈夫正向婚姻品質對妻子婚姻我與家族我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假設均未獲得支持。

其次，負向婚姻品質作用於自身婚姻我與家族我自我概念的行動者效果假設，只

有妻子資料獲得支持，丈夫資料未獲得支持。至於負向婚姻品質影響伴侶婚姻我與家

族我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假設，同樣只有妻子資料獲得支持，丈夫資料同樣沒有獲得

支持。底下依據行動者效果與伴侶效果兩個部分針對各項結果與既有文獻之間的關聯

性進行討論，接著探討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並提出可供實務應用參考的建議。

一、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對兩種自我概念的行動者效果

本研究分析結果指出，丈夫與妻子雙方自覺的正向婚姻品質都能正向作用於兩年

後自身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自我概念。這樣的結果符合社會認知取向性格理論的觀點，

強調內在性格系統不僅會決定個體的生活經驗，生活經驗也會反過來重塑、建構個體

的內在性格系統（Bandura, 1986; Mischel & Shoda, 1995）。並且，也呼應一些探討正

向經驗與自我概念之間關聯性的研究發現，指出個體會因為有強烈的動機來維護正向

的自我概念，因此往往會對生活中與自我相關的正向經驗有較多的偏好與認知處理

（e.g., Baumeister & Cairns, 1992; Sedikides & Green, 2000）。

伴侶雙方在結婚以後，若能在婚姻生活中經驗到較多的愛與關懷、充實愉快，以

及互信互助等正向經驗感受，一方面將會令個人更加認同自己在婚姻關係中身為伴侶

重要他人的婚姻我自我概念，內化「伴侶」的社會角色身分，並且與伴侶相依扶持、

同甘共苦，重視並且維繫彼此關係的親密連結。另一方面，正向婚姻生活經驗也會作

用於個體對家族我自我概念的認同程度，這符合家庭系統理論中外溢效果的觀點

（e.g., Cox et al., 2001; Pedro et al., 2012），良好的婚姻次系統會進而影響伴侶雙方的

其他家庭次系統，整體來說，會讓個體更加認同因婚姻關係而擴大、增加的家族成員

角色，內化自己身為家族團體一員的自我概念，更加考量到整個家族的團體福祉，並

強化、實現整個家族的團結與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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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也發現，對婚姻生活經歷到負向的情緒感受會對其婚姻我與家族我的形塑

或再構具有負面影響，這呼應過去研究指出個體會特別關注與自我相關的負向訊息或

回饋（e.g., 黃博聖等人，2017；Baumeister et al., 2001），對於這類負向經驗會有較多
的注意與認知處理；可是，在本研究中這個現象卻只有在妻子這一方獲得支持。值得

注意的是，當我們進行一項額外的模型分析，只針對「丈夫—丈夫」與「妻子—妻

子」各自的行動者效果而不考慮「丈夫—妻子」與「妻子—丈夫」彼此影響的伴侶效

果，結果同樣指出負向婚姻品質對婚姻我與家族我的負向行動者效果只有在妻子達顯

著（依序：γ 31 = -.39, SE  = 0.15, p  = .012；γ 41 = -.36, SE  = 0.15, p  = .015），在丈夫卻
仍舊是未達顯著的水準，顯示丈夫行動者效果並非是因為受到妻子伴侶效果的排擠影

響而在正式模型分析中未達顯著水準；另一方面，從表2的零階相關結果也指出丈夫
的負向婚姻品質與其婚姻我與家族我都沒有達顯著的相關。這些結果都指出丈夫的負

向婚姻品質與其自身的婚姻我、家族我沒有明顯的關聯性。

針對上述研究結果提出兩項可能的解釋。首先，這可能反映出在華人文化中男性

在婚姻關係中較能忍讓，壓抑自己情緒的作法。部分的丈夫認為這種能承受婚姻中艱

辛勞苦的表現反而強化了自己在婚姻中是一個「男子漢」的性別角色形象，恰好符合

婚姻關係中家人關係及家族的福祉優先於個人感受的表現，因此調和了負面的影響。

回顧既有研究，利翠珊（2012）探討華人夫妻的忍與婚姻滿意度的關聯性，發現丈夫
不僅在容忍、忍耐，以及忍讓等各類忍的表現都高於妻子，而且指出忍耐（如壓抑、

克制自己想法）、忍讓（如犧牲、順應、逃避衝突）兩者雖然都是壓抑個人期待的行

為傾向，但是對丈夫來說並不一定會對關係滿意度產生負面的影響效果。

其次，上述研究結果也可能反映了男性與女性對於婚姻生活經驗著重的內涵有所

不同，以致彼此在新婚階段自我概念受到負向情緒經驗形塑與再構的歷程也會有所差

異。劉蓉果與朱瑞玲（2016）的研究便指出，丈夫在家庭中的角色責任與義務是台灣
男性婚姻效能的重要來源，女性的婚姻效能則主要受到家人情感互動因素的影響。換

言之，即便男性在婚姻生活中經驗到負向的情緒感受，只要這些感受並未損及個人身

為丈夫角色的家庭責任與義務，負向情緒感受並不會對個人婚姻與家族自我概念的形

塑與再構造成影響；相對地，婚姻生活中的負向情緒經驗感受則因女性對於家人情感

互動的經驗較重視，而對妻子的婚姻與家族自我產生顯著的行動者效果。期望未來研

究持續探討個體對於傳統性別角色框架的認同程度造成的可能影響，或是更深入比較

不同性別重視婚姻生活中情緒經驗感受的程度差異，方能對這項預期外的發現進行具

體的實徵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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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對兩種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

本研究的模型分析結果也支持伴侶知覺到的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具有作用於自身

婚姻我與家族我的伴侶效果，只是這些伴侶效果只有反應在妻子的婚姻品質對丈夫自

我概念的路徑方向上。對於這項夫妻之間不對稱的研究結果，本研究嘗試從人際雙向

互動的「訊息發送者」的角色進行解釋（Gamble & Gamble, 2014）。有可能是因為丈
夫較不擅於清楚地傳遞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經驗到的正向情緒感受，並且傾向壓抑、隱

藏自己對婚姻生活經驗到的負向情緒感受，使得妻子較難以察覺丈夫對於婚姻生活的

經驗感受，所以也就不會影響其自我概念的形塑歷程。依循這樣的觀點，研究結果指

出妻子經驗到的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會影響丈夫的婚姻我與家族我，應該是因為妻子

比較常外顯地表現出自己在婚姻生活中所經驗到的正、負向情緒，使得丈夫可以正確

地理解自己的需求與感受，所以丈夫自我概念的形塑歷程會明顯地受到妻子的正向與

負向情緒經驗感受的影響。

而回顧既有文獻，我們確實發現男性比較會採取壓抑（suppression）的策略來調
控自身的情緒經驗，像是Underwood等人（1992）的研究指出，父母在教養子女的情
緒表達時會依據子女的性別而有不同的指示，相較於女兒，會對兒子的情緒表達有較

多的要求與約束，這會使得男性更容易習得以壓抑的方式管理自身的情緒經驗。

Gross與John（2003）以美國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而Yeh等人（2017）的研究則是以台
灣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經由自評式的測量工具進行調查，研究的結果都指出男性普遍

比女性更常採取壓抑的情緒調控策略。另外，既有研究也指出女性比男性更善於表現

（expression）出自身的正、負向情緒經驗。像是LaFrance等人（2003）的後設分析研
究指出女性較男性有更多的正向且具社交功能的情緒表達。而Chap l in與Aldo
（2013）的後設分析結果同樣指出，從幼兒到青少年階段女性都有比男性更多的正、
負向情緒表達。江文慈（2018）以台灣的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也一致地發現女性在
親密或普通、私下或公開等情境中的正向情緒表達都較男性來得多，至於負向情緒的

表達雖然又會受到情緒種類的影響，但是大抵上仍舊是常見於女性。這些研究發現都

指出丈夫可能是因為較不會將自己對婚姻生活的正、負向經驗感受表現出來（或是較

傾向於壓抑隱藏這些經驗感受），所以作用於妻子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未達顯著水

準。反之，妻子則是因為較會表現出自身對婚姻生活的正、負向經驗感受，因此會有

明顯的伴侶效果作用在丈夫自我概念的形塑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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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妻子正向婚姻品質只有對丈夫婚姻我具有正向且顯著的伴侶

效果，對丈夫家族我的伴侶效果卻未達到顯著的水準。然而從零階相關的分析結果可

以發現，妻子的正向婚姻品質與丈夫在兩年後的家族我是具有顯著且正向的相關程度

的，所以有可能是因為樣本數較小的緣故而使得這項正向外溢的伴侶效果並不明顯，

尤其當模型的分析結果也顯示丈夫與妻子之間的正向婚姻品質具有中度相依關聯性、

丈夫婚姻我與家族我的殘差項之間同樣具有高度相關的時候，會更加難以判斷妻子正

向婚姻品質對丈夫家族我的伴侶效果是否具有顯著的作用。未來需要後續學者蒐集更

大量的研究資料進行實徵驗證，重新檢視妻子正向婚姻品質對丈夫家族我是否會產生

伴侶效果的影響歷程。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接著針對本研究的五項限制進行討論，並且提出可供未來研究參考的建議方向。

首先，本研究各主要變項都使用自評式量表進行測量，所以得到的行動者效果可能會

有因為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而被膨脹的疑慮。然而，在本研究

中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的測量時間點，和婚姻我的測量時間點之間已經間隔了約兩年

的時間，這樣的設計已經符合Podsakoff等人（2003）提出時序間隔法（temporal 

separation procedure）的建議，透過較長時間的間隔來降低共同方法變異偏誤的影

響。而本研究仍會建議後續研究在採用自評式量表進行調查時，可以採用跨時間的設

計，這樣才能有效地避免研究結果受到共同方法變異偏誤的影響。甚至，若能更進一

步地在第一個測量時間點蒐集效標變項的資料，在第二個測量時間點蒐集到預測變項

的資料，並且透過更大量的研究樣本以求得較穩定的分析結果，就可以結合自我迴歸

模式（autoregressive model）和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更加確立婚姻生活品質與兩

項自我概念之間作用歷程的方向性，或是發現彼此有著相互影響的雙向作用歷程。

不過本研究也因為採取間隔兩年時間進行兩波調查的設計，所以出現了樣本流失

的現象，這是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限制。而且經由分析還發現流失的樣本與持續參與

的樣本之間在妻子負向婚姻品質的量表分數上有顯著的差異，流失樣本中妻子的負向

婚姻品質明顯地高於持續參與樣本。這種抽樣偏誤的現象是因為參與者持續參與第二

波調查的意願會受到自身婚姻狀況的影響，在第一波調查時就已經對婚姻經驗到較多

負向情緒感受的參與者便因此拒絕參與第二波的追蹤調查。由於流失了部分資料而使

得資料的變異程度受到窄化，但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各項與妻子負向情緒感受有

關的假設都有獲得統計分析結果的支持，顯示這項抽樣偏誤的影響應該不大。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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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的樣本量較小（以夫妻雙方的資料作為單位，本研究僅有93組夫妻的資
料），即便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得到模型與資料之間的整體適配度表現均在可以接

受的範圍內，但是在解釋本研究結果時仍須特別小心，期望後續研究可以透過更大的

樣本量進行分析，以重覆驗證本研究的發現。

第三，本研究參考楊國樞（2004）提出的社會取向自我概念，認為個體在婚姻關
係締結後看待自我的方式會有別過往：一方面是形塑婚姻我的自我概念，開始更加認

定自己身為伴侶重要關係他人的身分角色；另一方面則是重新調整家族我的自我概

念，必須開始將自身所屬的家族團體擴張，將伴侶的親屬家人也一併囊括在內。不

過，這個包含自己與伴侶家庭成員的家族我畢竟是由研究者所認定的概念，實際上參

與者在填答評估家族我的測量題目時，心中所設想的家族成員到底包含了哪些成員？

若是依據華人社會的父系家庭結構，確實有可能丈夫與妻子所想到的家族我在內涵上

有所差異，其中丈夫可能仍是以自家的家族成員為核心，甚至不太會想到妻子的家族

成員，但是妻子卻很有可能設想到丈夫的家族成員。如果參與者彼此之間對家族成員

的想像有所不同，那麼這是否又會使本研究的結果產生偏誤？這些種種的問題仍有待

後續研究採取更嚴謹、明確的測量方式，針對本研究的發現進行重複驗證來加以確

認。

第四，本研究兩波資料的蒐集時間距今已相距十年，研究的結果可能會受到世代

因素（cohort effect）而對外推效度產生影響。婚姻的樣貌在台灣正逐漸轉變，張思嘉
等人（2018）的研究指出，受到近年來性別平權思潮的影響，傳統婚姻中對應「男主
外、女主內」性別角色框架的夫妻義務正逐漸發生改變，朝向不分丈夫與妻子，對外

雙方都需進入職場，肩負起賺取家庭生計的經濟責任，而對內也都應當分擔家中勞

務，並且共同承擔教養下一代的親職責任。既然對婚姻生活的整體評估包含了個人對

於婚姻關係或伴侶的期待與需求之間的契合與差距（Fincham et al., 2011），那麼當社
會氛圍變遷，人們對於婚姻關係或伴侶的期待隨之發生轉變時，其對個體自我概念產

生作用的歷程也有可能受到不同世代對婚姻關係期望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可能僅是捕

捉到世代更迭中的一個片段，但對於理解華人婚姻關係演變的整體趨勢仍有其貢獻與

價值，未來也期待能有後續研究可以持續探討婚姻生活經驗與華人夫妻自我概念之間

的關聯性。

最後一個限制是婚姻生活形塑自我概念的運作機制，在現實生活中遠比本研究所

提出的假設模型來得更加複雜。尤其是伴侶效果的運作機制：若以人際互動的歷程來

看，婚姻伴侶對於婚姻生活的正、負向經驗感受，至少必須經歷「表達」的過程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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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傳遞給對方，而對方也必須經歷「接收」、「解讀」，以及「回應」等過程，才

算是完整的人際互動歷程，而這之間的不同過程都有可能對個體形塑、調整婚姻我與

家族我等自我概念產生影響。Cooley（1902）提出的鏡中自我現象也強調個體是在接

收到互動他人所傳遞的訊息後，先是形成自己在互動他人心中可能的形象，接著才是

以這樣的形象來理解自我、形塑出對於自我的概念。換言之，在這整個歷程中他人的

訊息是如何傳遞的（或甚至根本沒有被傳遞，就像是我們針對丈夫正向與負向婚姻品

質作用於妻子自我概念的伴侶效果都未達顯著水準所提出的解釋一樣）、訊息又是如

何被接收、被解讀，以及被回應，這些都是在本研究探討伴侶效果時所遺失的重要環

節，期盼後續的學者可以思考並嘗試驗證這些更細緻的運作歷程。但即便缺少了這些

環節，本研究還是發現了顯著的伴侶效果，這足以說明了婚姻伴侶對於婚姻生活的

正、負向經驗感受也是個人用來理解、形塑自我概念的重要依據，值得關心婚姻生活

或自我概念等議題的學者參考，或是供助人工作者作為實務介入時的依據。

四、可供實務應用參考的建議

雖然有以上各項限制，本研究仍有一些可供助人工作者與家庭生活教育推廣者實

務應用參考的發現。首先，研究結果指出個體對婚姻生活的正向經驗整體評估，也就

是個體對於婚姻關係的期待與需求能夠獲得滿足的程度，將會影響其自身的婚姻我與

家族我，這除了再次印證了用心經營婚姻生活這老生常談的重要性外，也突顯出夫妻

能否採取正向解讀的認知框架（frame）看待婚姻生活經驗的重要性。助人工作者與

家庭生活教育推廣者可以參考這項發現，試著透過輔導、教育方案的施行，讓婚姻中

的個體更善於發掘、感受婚姻生活中可以帶來正向經驗感受的事物。

其次，本研究發現個體對於婚姻生活的負向經驗整體評估會降低自身對於婚姻我

與家族我的自我認同。即便如此，本研究並不認為一昧地壓抑、否認這些負向經驗感

受就能順利地避免婚姻我與家族我受到負面的影響。我們認為在任何一段婚姻關係

中，或多或少都有可能會因為關係或伴侶無法滿足自己的期待而產生對婚姻關係不滿

意的感受。像是Geist與Gilbert（1996）便主張，親密關係中雙方會因為家庭環境與成

長經歷的不同導致彼此在想法、習慣以及價值觀上有所差異，而這些差異又會在彼此

交往的過程中隨著相互重疊、依賴的程度而益發明顯，無可避免地會引起雙方對關係

或伴侶感到失望或不滿足的感受。既然婚姻生活中負向的經驗感受是難以避免的，那

麼與其消極地壓抑或否認，本研究會建議實務工作者，在協助伴侶的過程中嘗試與雙

方釐清帶來負面情緒感受的婚姻生活面向，並尋求解決問題的方式，以建設性地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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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令人感到失望、不滿意的時刻，降低新婚夫妻對於婚姻關係經驗到的負向情緒感

受。

最後，本研究指出妻子負向婚姻品質對自己與伴侶的自我概念都具有顯著負面影

響的結果，雖然其中的歷程與機制仍需後續研究更加深入探討，但依據目前的發現我

們會建議新婚狀態的丈夫，以及助人工作者和家庭教育推廣者多加留意新婚女性如何

詮釋、理解婚姻關係中可能引發負面經驗感受的生活事件，盡可能營造可以緩減或是

消解婚姻生活中對於伴侶關係或婚姻環境所經驗到的負向情緒感受，以緩解新婚期間

的負向婚姻品質感受對雙方對自我角色的融入所可能帶來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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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婚姻經驗量表中正向與負向婚姻品質分量表題項

題項內容 編號 備註

1.我會後悔當初和我的太太／先生結婚。 N_01
2.我和她／他的關係十分穩定。 P_01 正式分析未採用

3.我的婚姻生活毫無價值。 N_02
4.我信任我的太太／先生。 P_02
5.我在婚姻生活中會感到拘束。 N_03
6.婚姻帶給我很多溫馨與快樂。 P_03
7.我的婚姻生活充滿了愛和關懷。 P_04
8.我的婚姻生活很充實。 P_05
9.我和她／他可能會分居或離婚。 N_04 正式分析未採用

10.我太太／先生會讓我感到緊張。 N_05
11.我婚姻生活的氣氛很沈悶枯燥。 N_06
12.在婚姻生活中，我感到寂寞。 N_07
13.我婚姻生活的氣氛是自由開放的。 P_06
14.我的婚姻生活很有趣。 P_07
註： 編號欄位的英文字首為P屬正向婚姻品質分量表題目、英文字首為N屬負向婚姻
品質分量表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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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and Objectives: Marriage brings many challenges, which require careful management and adjustment by 

both spouses. One of the noteworthy challenges is that individuals will start to view themselves in different ways. 

During the newlywed period, the self-concepts corresponding to the couple's new role of spouse and family group 

members will be developed. As a spouse in a marital relationship, Chinese couples' marital self-concept (MSC) 

represents their relationship-oriented self-construal to have mutual love and support with their spouses and 

maintain a harmonious interaction in their relationship. As a member of both the original family and in-law family, 

Chinese couples' familial self-concept (FSC) represents their group-oriented self-construal to honor their families, 

reach consensus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achieve the goals of all their family members. Even though the self-

concept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couples' marital adaptation, research on how the marriage couples' self-

concepts would be reconstructed is scarce. Because one's self-concept would be reconstructed by life experien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how marriage life influences Chinese couples' MSC and FSC in the early 

stage of marriage. Considering that positive and negative self-involved experiences could drive dissimilar 

mechanism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effect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marital quality. Then, based 

on the nature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marriage couples, this study also uses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to further explore the actor effect and partner effect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Method: This study 

conducted two waves of follow-up surveys separated by a 2-year lag and collected a total of 93 valid dyad-data 

from couples living in the north (n  = 53), middle (n  = 11), south (n  = 20), and east regions of Taiwan (n  = 9). The 

average length of marriage at the first wave was 1.30 years (SD = 0.68 years), and the average age of the husband 

and wife were 31.46 years old (SD = 3.51 years) and 29.89 years old (SD = 2.84 years), respectively. This study 

The Effect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Marital Quality on Couples' 
Marital Self-Concept and Familial Self-Concept: An Analysis of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Chih-Wen Wu                                   Szu-Chia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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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analyze two hypothetical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s. Results: The 

first model investigated the actor- and partner-effect of positive marital quality on couples' MSC and FSC and 

showed acceptable model fit (χ 2 = 264.16; df  = 204; p  = .003; χ 2/df  = 1.29; CFI = .93; TLI = .91; RMSEA = .056; 

SRMR = .052). The actor-effects of husbands' and wives' positive marital quality was positively significant on 

their own MSC (husbands: γ 11 = .50, SE = 0.11, p  < .001; wives: γ 32 = .55, SE  = 0.12, p  < .001) and FSC 

(husbands: γ 21 = .33, SE  = 0.12, p  = .007; wives: γ 42 = .27, SE  = 0.13, p  = .034). The partner-effect of wives' positive 

marital quality was positively significant on husbands' MSC (γ 12 = .24, SE  = 0.12, p  = .036), and the other partner-

effects were non-significant. The second model investigated the actor- and partner-effect of negative marital 

quality and also showed acceptable model fit (χ 2 = 253.49; df  = 204; p  = .011; χ 2/df  = 1.24; CFI = .93; TLI = .91; 

RMSEA = .051; SRMR = .059). The actor-effect and the partner-effect of husbands' negative marital quality were 

non-significant on their own and with wives' MSC and FSC. However, the actor-effect and the partner-effect of 

wives' negative marital quality were negatively significant on their own and with husbands' MSC (actor-effect: γ 32 

= -.53, SE  = 0.14, p  < .001; partner-effect: γ 12 = -.48, SE  = 0.15, p  = .001) and FSC (actor-effect: γ 42 = -.42, SE  = 

0.14, p  = .003; partner-effect: γ 22 = -.35, SE  = 0.15, p  = .025).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This study highlighted 

that positive and negative marital quality in the early stage of marriage can shape and restructure Chinese couples' 

self-identification as a spouse and a family group member. Additionally, husbands' and wives' marriage life 

experiences can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ir own and their partners' self-concepts. Particularly, the wive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marital qualities have impressive impacts on shaping their own and their husbands' 

marital and familial self-concept. The limitation of sampling bias and its influences on the current results are 

discussed,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tailed mechanism link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marital quality to 

Chinese couples' self-concept is still very limited and requires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more attention. These 

findings might be of importance in providing professional consultants and family life educator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Chinese couples' marital and familial self-concept will be affected by their life experienc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marriage.

Keywords: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familial self-concept, marital self-concept, negative 

marital quality, positive marit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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